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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城市中心区形态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没有特征尺度的整体系统。多分形方法虽有助

于从维数和谱形方面揭示其形态系统复杂的密度特征，但也存在空间映射能力不足的问题。

本文首先在跨尺度的整体视角下，梳理出多分形特征所对应的城市形态学关键议题；其次

以南京老城范围的建筑平面形态为例，构建了基于广义关联维数（容量、信息、关联、谱形）

的测度方法，以及基于尺度和矩阶的矩阵映射分析方法。研究结果显示：南京老城建筑形

态呈现出集聚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开放空间形态呈现出跨尺度断裂的孔隙状结构；宏观尺

度下，低密度区域表现出结构消散特征，高密度区域表现出带状凝聚特征，过渡区域表现

出边缘化退散特征。本研究拓展了城市形态学的研究工具，提升了多分形算法对具体空间

区域的分析能力，有助于揭示城市形态在尺度和密度方面的复杂性特征。

Abstract: The morphology of urban district areas has developed into a comprehensive system without 
a characteristic scale over the long term. The multifractal method helps to reveal the complex density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ology systems in terms of dimensionality and spectral shape. However, the 
multifractal method also faces challenges regarding its spatial mapping capabilities. From a cross-scale 
holis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lucidates the key issues of urban morphology research corresponding 
to multifractal features. Using the architectural plan form of Nanjing old city area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evelops measurement techniques grounded in the concepts of capacity, information, 
correlation, and spectral shap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ized correlation dimension. 
Additionally, it employs matrix mapping analysis methods that integrate scale and statistical 
mom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architectural morphology of the Nanjing old city 
area exhibits an aggregated and flattene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while the open space morphology 
presents a cross-scale fractured porous structure. At the macro scale, low-density areas exhibit 
structural dissipation characteristics, high-density areas exhibit strip-like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 areas exhibit marginal dispersion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expands the research tools 
of urban morphology and enhances the analytical capabilities of multifractal algorithms for specific 
spatial regions, helping to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urban morphology in terms of scale and d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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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中心区的形态系统是由各种不同

尺度的形态要素有机组合而成 [1]，呈现出尺

度黏连的整体性特点 [2]，难以提炼出形态系

统的特征尺度或划分出清晰的结构层级 [3]，

进而给形态系统分割研究带来困难 [4]。面

积、大小、密度、强度等常规指标也难以

充分表征形态的复杂性特征 [5]。因此，应当

构建一种跨尺度的整体测度方法。多分形

（multifractal）理论的出现，即为此类跨尺

度研究提供了一种数学框架 [6]。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自组织产生的城

市边界和各子系统普遍具有分形（fractal）

的形态特征 [7]。近年来，城市形态的分形特

征被认为在形态系统内部不同区域的表现

差异显著，理论上的单分形（monofractal）

只存在于数学模型中，而现实中的城

市 形 态 是 具 有 多 种 分 形 维 数（fractal 

dimension）的多分形结构 [8]，这一观点在

城市尺度 [9] 和城市群尺度 [10] 的测算结果中

得到支持。然而，城市中心区作为城市结

构中的一个局部，其边界往往是人为界定

的，并非像整个城市的形态系统边界一样

破碎 [11] ；且其内部形态较为致密，与非中

心区域的城市形态差异显著。因此，既有

研究对于城市中心区是否具有多分形特征

仍存在争议 [9,12]。例如：有研究认为，通过

形态要素的密度将城市划分为中心区、边

缘区和过渡区时，由于中心区缺少形态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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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和过于均质，边缘区破碎和过于无序，二者均不具备明显

的多分形特征，而只有过渡区处于秩序发展的阶段，多分形

特征才较为显著 [13]。

当前的多分形方法主要应用于城市地理学领域，多采用

经济、业态、用地、灯光、人口等宏观的形态数据 [5,10,14-16]，

与传统的城市形态学研究关联性不强。这导致多分形方法中

主要指标的形态学含义不够清晰，研究结论也与形态学认知

存在部分差异。

更为关键的是，以往多数基于多分形方法的城市形态研

究是根据测度数值和谱形进行分析的 [17]，只能将测度出的城

市形态特征定位到特定的尺度区间或密度区间，而难以定位

到具体的空间坐标，进而限制了多分形方法在城市形态学领

域的应用范围 [18]。少量研究尝试通过引入局部参数 [5] 和希尔

数（Hill’s numbers）[19] 来实现空间可视化，以及通过空间聚

类将形态特征定位到特定类型的区域 [15]，但城市形态系统中

每个空间单元对于多分形测度数值的贡献机制并不清晰，尚

缺乏一种更具体的跨尺度空间映射方法。

因此，基于多分形构建城市中心区形态的测度方法和空

间映射分析方法，对于揭示其整体结构、区域分异和尺度变

化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高密度开发、高填充性布局、扁平

化组织的老城中心区，当前正面临着开放空间体系破碎、外

部生态空间向城内渗透能力弱、边缘带区域封闭等现实问题。

分析老城中心区的多分形数值特征、谱形特征和空间映射特

征，有助于精确描绘这些问题背后的数理机制和空间范围，

进而为城市更新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城市形态的多分形特征与跨尺度量化原理

在多分形理论中，单分形的分形维数被拓展为广义关

联维数（generalized correlation dimension），其中，广义关联

维数的谱形和 3 种特定取值可以表征城市形态的多种跨尺度

特征（图 1）。这 3 种特定取值又被称为容量维数（capacity 

dimension）、信息维数（information dimension）和关联维数

（correlation dimension）。

1.1  容量维数：形态分布对空间的填充
形态要素对空间的填充是一种跨尺度的形态特征，其复

杂属性难以用密度、体积、面积等常规的跨尺度适用的形态

指标进行描述 [20]。例如：对于相同面积的要素，不同的形态

组织结构使其对空间的占据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既可以

从场所理论和格式塔心理学获得理论解释 [21]，也可以在跨尺

度视角下进行量化分析。

容量维数可以量化上述差异。如图 1a 左图所示，在 a、

a/2、a/4 的研究尺度下，形态要素均只占据 1 个单元，而

图 1a 中图中占据的单元数量分别为 1、4、8。这意味着随着

研究尺度缩小，中图表现出了比左图更高的跨尺度空间填充

能力。

尽可能地利用和填充空间是城市形态组织的原则之一，

通过围合、标志、阵列等方式可以实现丰富的形态效果和

高效的空间使用。如图 1a 右图所示，曼谷的玉佛寺建筑

群由连续的围廊式建筑占据边界空间，体量最大的大佛殿

占据南侧空间，形态各异的中等体量建筑以东西轴向对齐

的方式占据北侧和中部空间，更小的阁式、亭式、塔式建

筑则以多种排列方式填充剩余空间，形成了多层次的空间

效果。

1.2  信息维数：形态系统的跨尺度多样性
即使具有相似空间占据能力的形态系统，其形态的信息

量和多样性也有所不同 [22]。通常来说，不同类型形态要素在

空间上的混合越充分，越能够提供更多的交互机会和组合类

注：a 为无量纲数值，用于表达不同单元尺度之间的比例。
图 1  城市形态多分形特征图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谷歌地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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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既有研究多采用信息熵来测度要素的混合程度，但此方

法只能测度形态系统整体的多样性特征，难以揭示不同要素

的组织方式以及跨尺度的多样性特征。

信息维数是在信息熵的基础上进行尺度变换得来的。如

图 1b 所示，随着研究精度的提高，中图比左图信息维数揭

示出的信息量增长的倍数更大。

形态要素在最小单元内充分融合，能够有效促进形态系

统的跨尺度多样性。例如 ：巴塞罗那超级街区作为一种信

息维数很高的城市形态案例，其开放空间与各种功能的建

筑在同一个街区单元中充分混合，9 个街区单元又以 3×3
的组合形式与更大的街区公园、慢行网络构成一个超级街

区（图 1b 右图）[23]。

1.3  关联维数：形态要素的空间集聚
对于给定的形态密度和容量维数，城市形态系统也可通

过要素的密度组织来构建出不同的空间秩序 [24]，以适应不同

的功能需求，但这种秩序通常难以通过量化测度进行区分。

在形态要素集聚度较高的城市区域，可能产生更多的形态关

联 [25]。因此，在量化研究中，要素更密集的区域应在描述形

态关联特征的指标中得到更显著的表征。

关联维数通过对研究单元内的要素密度进行平方处理，

可以有效区分不同集聚程度的城市形态系统。如图 1c 左图

和中图所示，虽然二者整体密度相同，但关联维数能够揭示

出他们在不同尺度下的要素密度变化差异。

长期的建设累积使得城市中心区大小体量形态要素的拼

贴和嵌套现象非常普遍。如图 1c 右图所示，华盛顿沃尔特

会议中心（>20 万 m2）能够容纳各种类型的会展活动，其周

围环绕分布着一些相对规模较小的酒店、办公楼和住宅。针

对此类形态系统，关联维数的测度能够将其与其他相近建筑

密度的形态系统进行区分。

1.4  广义关联维数谱形：不同区域形态的发展分异
由于城市中心区形态具有复杂的嵌套特征 [1]，其高密度

区域与低密度区域高度交织，并存在结构复杂的密度过渡区，

导致难以通过简单分区对不同密度区域的形态特征进行分别

分析 [26]。因此，测度城市形态系统不同密度区域的形态发展

分异情况，需要一种既能分析极端情况又能揭示连续变化过

程的量化方法。

为简要说明广义关联维数谱形的原理，假设系统中仅

存在高密度和低密度两种极端情况的形态区域。例如：图

1d 左图中高密度区域与低密度区域的结构完整、广义关联

维数相同，测度出的谱线是一条平直的横线；图 1d 中图的

低密度区域的形态完整，表现出较高的广义关联维数，高

密度区域的形态在 a/2、a/4 的研究尺度下均缺失 1/4 的

区域，表现出较低的广义关联维数，因此其谱形表现出 

分异。

不同密度的城市形态区域在系统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在里约热内卢的罗西尼亚，高密度贫民区和低密度富人区拼

贴在一起 ：贫民区的建筑排布十分致密且完整，仅存在少量

的“孔隙”用于打水、纳凉、集市等必要的公共行为；而富

人区的建筑排布相对不规则，反而形成了由绿化和活动场地

组成的完整的开放空间网络（图 1d 右图）。以上两种不同区

域的特征会在同一条广义关联维数谱线中表现出显著的谱形

分异。

2  基于多分形的跨尺度研究方法

2.1  研究案例与数据
研究以南京老城范围作为城市中心区研究样本，老城边

界由明城墙、护城河、湖泊、带状城市公园等组成。区别于

既有研究中自组织生长形成的褶皱状城市边界 [5,10,19]，南京

老城清晰的边界有助于消除位于边界附近的城市形态要素对

研究结果的影响，从而使数据分析的结论聚焦于城市中心区

内部结构 [27]。

南京老城建设历史悠久，多个时期的建设叠加使得其城

市形态具有跨尺度形态嵌套的复杂特征 [1]（图 2）。研究以开

放街区地图（OSM: OpenStreetMap）平台公开的数据集为基

础，提取南京老城 41.56 km² 范围内的建筑平面轮廓数据，

并通过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和现场踏勘等手段对 2021 年

前的 OSM 数据进行了多轮修改和补充，共获得 20 069 个建

筑数据。

图 2  南京老城局部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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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京老城不同密度栅格的跨尺度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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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分形的基本算法与原理
为更好地将测度结果与中心区的空间进行映射，研究采

用盒覆盖法对城市形态数据进行多分形测算 [28]，即通过单元

边长为 a 的栅格网覆盖数据，并缩放 a 的尺度，计算各栅格

单元内的城市形态数据，从而实现跨尺度的整体分析和栅格

单元的个体分析。

其中，容量维数可以通过包含形态数据的栅格单元数量

进行计算，从而反映城市形态对空间的填充，其公式为：

 D0 = -lim
ln Na

In aa → 0
 （1）

公式（1）中，Na 为栅格单元边长为 a 时包含城市形态

数据的栅格单元数量。

信息维数的计算思路与信息熵相同，但引入了尺度缩放

因素，从而能够实现跨尺度的复杂性比较 ：

 D1 = lim Σi
Na Pi (a) ln Pi (a)

In aa → 0
 （2）

公式（2）中，P i(a) 是栅格单元 i 中的建筑基底面积占

南京老城建筑基底面积总和的比例，其含义为城市形态数据

出现在栅格单元 i 时的概率。

关联维数需要放大形态集聚区域对维数计算的影响，并

相应缩小形态稀疏区域的影响，因此研究对栅格单元形态数

据出现的概率进行了平方处理，如公式（3）：

 D2 = lim
ln Σi

Na Pi (a)2

In aa → 0
 （3）

为了能够更普遍地分析不同密度区域的分形维数，并统

一容量维数、信息维数和关联维数 3 种重要的维数，广义关

联维数 Dq 被构建出来 [8]，如公式（4）：

 Dq = {

, （q ≠ 1）

, （q = 1）Σi
Na Pi (a) ln Pi (a)

1

ln a

q-1
lim
a → 0

lim
a → 0

ln Σi
Na Pi (a)q

ln a
 （4）

公式（4）中，通过矩阶 q 控制不同密度区域对分形维

数计算结果的影响。可知，当 q →∞时，Dq 测度的是形态

要素最密集区域的分形维数 ；当 q →∞时，Dq 测度的是除

空地外形态要素最稀疏区域的分形维数 ；而 q 值取两者之间

时，不同密度区域均会对 Dq 产生影响，只是权重不同，反

映的是城市中心区不同密度区域相互嵌套特征的普遍情况。

2.3  跨尺度的测度过程和矩阵映射的分析方法
公式（4）在既有的多分形研究中得到了普遍应用，但

公式成立的条件是栅格单元尺寸接近 0，隐含的前提是将所

研究的对象进行无限分割后仍然具有分形的基本特征。本文

通过分析南京老城不同密度区域的建筑平面数据发现，上

述前提显然不成立——南京老城多数建筑的短边长度约为

8~15 m，在 <15 m 的多数栅格单元中，城市形态不再具有分

形特征。通过观察，30 m 是较为合适的城市形态分形研究

栅格单元最小尺寸，即对于建筑平面轮廓数据而言，其分形

特征存在的尺度区间最小阈值约为 30 m（图 3）。
因此，研究引入雷尼熵（Renyi entropy）指标对公式

（4）进行变换 [10]，雷尼熵可以理解为一种关于形态信息量

的二阶矩阵指标。对于同一个城市形态系统而言，选取越小

的栅格尺寸 a，可以识别出越多的形态信息；而调整矩阶 q，
可以识别出不同密度区域的形态信息。其中，雷尼熵的计算

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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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线性相关指数 R2 均接近 1.000，表现出极其显著的分形

特征（图 4a,4b,4c）。这种极高的拟合优度在以往研究中较为

罕见 [30]，一方面证明城市中心区的分形特征比整个城市更为

显著，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使用了比既有研究更高精度的数据

造成的。

根据巴蒂等（Batty et al.）的计算，城市形态的容量维

数 D0 的理想区间为 1.676~1.726[31]。南京老城的容量维数

D0 高达 1.873，表现出较为拥挤的空间布局（图 4a）。且

相较于既有研究使用的建设用地边界数据 [16]，本研究使

用了建筑轮廓数据，因而有更多的空隙，实测出的 D0 相

对偏低。南京老城的信息维数 D1 和关联维数 D2 同样高达

1.8 以上，表明其城市形态对空间的占据相对均质且集聚 

（图 4b,4c）。

3.2  广义关联维数的极限值分析
既有研究表明，Dq 通常在 q=±30 之间发生收敛。因此，

为分析广义关联维数 Dq 的极限值，本文分别对 I30（a）和

I-30（a）与 In a 进行线性拟合分析。结果显示 ：I30（a）与

In a 的相关指数为 0.999，说明形态要素最密集的区域同样

表现出显著的分形特征；D30 高达 1.700，反映出对空间的有

效占据（表 1, 图 4d）。

I-30（a）与 In a 的相关指数仅为 0.971，说明形态要素

最稀疏区域不具备分形特征，因此广义关联维数已经不再适

用。D-30 高达 4.305，其含义在于：大的研究尺度下几乎不

存在形态要素最稀疏区域 ；而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形态要

素最稀疏区域的数量暴涨。这意味着建筑与开放空间在大的

研究尺度上充分混合，仅在小的研究尺度上存在低建筑密度

的区域。此外，点线图在 a=120 m 时出现明显凸点，指示这

一尺度上大量开放空间的出现（图 4e）。

I30（a）和 I-30（a）的分析结果与既有研究相比十分特殊。

一般来说，城市低密度区域的形态分布较为连绵完整，而高

密度区域较为分散破碎 [18,32]。然而，南京老城中心区测度出

完全相反的结果，这既是中心区局部区域与城市整体的差异，

也是南京老城长期建设积累的结果。

3.3  广义关联维数的谱形分析
综合南京老城不同密度栅格的跨尺度形态特征（图 3）

以及拟合分析结果（图 4），本文选取 30~120 m 的尺度区间

作为计算范围。该区间既接近南京老城分形特征的最小尺度，

又包含开放空间出现的重要拐点尺度。根据公式（6），计算

如下：

表 1  雷尼熵计算结果表

单元尺寸 a 30 m 60 m 120 m 240 m 480 m

Na 36 978 10 734 2 905 774 209

ln a 3.401 4.094 4.787 5.481 6.174

I0(a) 10.518 9.281 7.974 6.652 5.342

I1(a) 10.306 9.111 7.847 6.539 5.228

I2(a) 10.188 9.014 7.776 6.483 5.176

I30(a) 9.562 8.237 7.087 5.958 4.810

I-30(a) 24.592 21.631 20.374 15.347 12.815

 Iq(a) = {
, （q ≠ 1）

ln Σi
Na Pi (a)q

1-q

-ΣPi (a) ln Pi (a), （q = 1）
Na

i
 

 （5）

相应地，广义关联维数的计算公式转换为 ：

 Dq =-
∆Iq (a)
∆In a

 （6）

需要注意的是，具有分形特征的城市形态系统，其形态

信息量会随着研究精度的提高而增加，且这种变化应该符合

幂律分布，这意味着形态复杂性在不同尺度下的一致性。由

于 Iq（a）和 In a 分别是对于形态信息量和研究单元尺寸的

自然对数变换，因此公式（6）成立的前提是 Iq（a）和 In a
具有较高的线性相关指数 R2。既有研究认为，当 R2>0.996 时，

形态系统的分形特征较为显著 [29]。因此，在计算 Dq 之前，

还需对 Iq（a）和 In a 进行线性拟合分析。

为了将多分形测度结果定位到特定的尺度区间、密度区

间和空间位置，本文构建了基于栅格单元尺寸 a 和矩阶 q 的

矩阵映射方法。矩阵的内容是栅格化的南京老城形态地图，

根据雷尼熵的计算过程对每个栅格单元进行赋值，并用不同

颜色表达值的大小，从而揭示各栅格单元对于多分形测度结

果的贡献机制。其中，通过 a 的变化，可以观察多分形特征

随尺度缩放的演化特征；矩阶 q 的变化，实际上是对形态密

度的操控，能够分析出不同密度区域的发展分异。具体分析

过程和分析结果见本文第 4 节。

3  南京老城中心区形态的多分形测度

3.1  容量、信息和关联的维数分析
通过计算南京老城不同尺度下覆盖形态数据的栅格单元

数量 Na，发现其呈现出显著的幂律分布特征，雷尼熵 Iq（a）
的数值也呈现出单调下降的趋势（表 1）。

通过拟合分析发现，雷尼熵 I0（a）、I1（a）、I2（a）与

 Dq =
Iq (120)-Iq (130)

In 120-In 3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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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关联维数的谱形显示出与既往研究显著不同的两处

特征（图 5）。一是在 q>7 后，Dq 值反向上升，呈现出向上

收敛的趋势，而既往研究均为向下收敛 [10,28,33]，这证明了南

京老城高密度区域跨尺度的结构完整性，其最密集区域比次

密集区域的形态填充能力更强；二是在 q<-1 后，Dq 值迅速

突破嵌入维度 2，出现了分形的结构缺陷，这说明南京老城

低密度区域发展不足，即使在 120 m 以下的相对较小尺度上，

也缺乏连片的低密度区域。

4  南京老城中心区的跨尺度形态变化特征

4.1  容量：跨尺度断裂的孔隙状开放空间结构
根据建筑平面数据计算的容量维数 D0 与建筑密度的数

学含义并不相同，高容量维数意味着宏观尺度下建筑占据的

空间相对较少，而微观尺度下建筑占据的空间相对较多。因

此，建筑的高容量维数并不一定指向开放空间体系的破碎。

图 6 第 2 列显示，南京老城的建筑对空间的占据相当充

分，但与此同时，并没有留出足够的开放空间以形成有效的

结构。微观尺度下，开放空间由环绕老城的湖泊、护城河、

带状公园等向内多点渗透，但渗透深度较浅，未能连接形成

体系；老城内部则形成了破碎的孔隙状开放空间结构，缺乏

轴线或绿带进行串联，只在最小的 30 m 尺度下存在局部的

绿道连接。随着研究尺度放大，开放空间数量迅速减少。当

尺度放大到 240 m 时，老城内部仅剩一个完整的无建筑区域，

且该区域为内环北线和内环西线的高架枢纽，不具备承载游

憩活动的开放空间功能。

4.2  信息：过渡区域的宏观尺度边缘化退散特征
尽管南京老城的信息维数 D1 与容量维数 D0 测度值差异

不大，两者对应的雷尼熵空间映射特征却有显著的差异。

图 6 第 3 列表达的深色区域是建筑与开放空间充分混

合的区域，也是高密度区域与低密度区域之间的过渡区域。

由于建筑在全尺度上的充分分布，以及小尺度开放空间的

普遍存在，过渡区域的总面积变化在全尺度范围内保持稳

定。微观尺度下，过渡区域呈均质分散分布，未表现出特

定的空间结构 ；随着研究尺度的放大，逐渐出现连绵的过

渡区块，其中政府、高校、科技园等所在区域表现出更高

的混合度 ；当研究尺度进一步放大，过渡区域整体向边缘

退散，内部高建筑密度的低混合度孔洞逐渐融合贯通，形

成了以狮子桥和常府街地铁站两处为低混合度核心的洼地

结构。

图 4  雷尼熵与栅格单元尺度对数的拟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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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大尺度开放空间缺乏的南京老城，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因包含更大面积的多类型开放空间，明显表

现出更高的形态多样性，这一结果与康泽恩学派的城市边缘带

理论相契合。与此同时，靠近南京老城边界的区域通过环城绿

带的向内渗透，形成了中等建筑密度的多类型组合形态。

4.3  关联：形态要素集聚的扁平化组织结构
虽然南京老城的关联维数 D2 比容量维数 D0 和信息维数

D1 都低，但其表征的城市形态要素集聚区域的跨尺度结构

更加清晰。

图 6 第 4 列显示，在各个研究尺度下，形态要素集聚区

图 6  南京老城城市形态的多分形矩阵映射

N

0 2 000 m

a=30 m
q=-30 m

a=60 m
q=-30

a=120 m
q=-30

a=240 m
q=-30

a=480 m
q=-30

a=30 m
q=0

a=60 m
q=0

a=120 m
q=0

a=240 m
q=0

a=480 m
q=0

a=30 m
q=1

a=60 m
q=1

a=120 m
q=1

a=240 m
q=1

a=480 m
q=1

a=30 m
q=2

a=60 m
q=2

a=120 m
q=2

a=240 m
q=2

a=480 m
q=2

a=30 m
q=30

a=60 m
q=30

a=120 m
q=30

a=240 m
q=30

a=480 m
q=30

低 低 低 低高 高 高 高

Pi
-30 Pi

30Pi
2Pi >0 1 / |Pi-Pi|

…… ……

…… ……

…… ……

…… ……

…… ……



94  2026 Vol.41, No.3

城乡研究 

域的分布均较为均衡，高集聚区域和低集聚区域的过渡都较

为平缓，体现出扁平化、多中心、跨尺度自相似的关联组织

结构。宏观尺度下，连片的历史街区和老旧小区显示出最高

的关联集聚特征，但南京老城整体未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高集聚区域分布均匀且与低集聚区域充分交融；随着研究尺

度缩小，局部的集聚核心逐渐涌现，整体形态系统依旧保持

完整；直到 30 m 的最小研究尺度，高集聚区域与低集聚区

域的面积比例仍然与宏观尺度基本一致，集聚核心均匀散布

在老城范围内的各个区位。

4.4  谱形：宏观尺度的低密消散和高密凝聚特征
从整个矩阵来看，图 6 以第 3 列为中心，向左显示出南

京老城低密度区域形态结构的跨尺度消散特征，向右则显示

出高密度区域形态结构从边缘向内部的凝聚特征。

从谱形的极值来看，图 6 第 1 列显示出建筑最稀疏区域

在全尺度下的结构缺失。微观尺度下，最稀疏区域在整个老城

范围内均质分布，不存在显著的高值区或高值点，无法提炼出

有效的形态结构信息；而随着研究尺度放大，最稀疏区域的总

面积迅速均质缩减，且在缩减的过程中未显现出新的形态结构；

从 120 m 到 240 m，最稀疏区域的总面积骤减，只剩零星散布

在边缘的点状形态，在南京老城内部几乎已经消失。

图 6 第 5 列显示出建筑最密集区域从微观尺度到宏观尺

度的凝聚过程。q=30的空间映射结构明显比 q=2的更加清晰：

微观尺度下，形成了许多密集核心以及围绕核心的相互独立

的微观圈层；随着研究尺度放大，建筑最密集区域逐渐凝聚，

最终形成一条清晰的沿中山南路和中山北路的弓形高密建筑

带，且该高密建筑带仍占据南京老城范围内的很大面积，呈

现出显著而鲜明的高强度形态特征。

5  讨论与结论

以南京老城为代表的具有长期发展历史的城市中心区以

较大的建筑存量和较少的开放空间余量为主要特征：建筑存

量表现为高填充性布局、均质连绵和扁平化集聚；开放空间

余量表现为小尺度均布、大尺度破碎和向内渗透阻断。针对

上述特征，笔者提出以下三点更新建议：（1）利用好连续、

高贴线率的临街建筑资源，并串联均质分布的小微尺度开放

空间，从而形成密集的步行网络，充分激发泛在的步行活力；

（2）街道与滨水空间是高密度建成环境下的“裂隙”，应结

合中心区外部开放空间，通过拓宽裂隙或提升景观来串联内

部散布的“孔隙”，优化开放空间体系；（3）以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为代表的城市边缘带区域，其开发强度较低、占

据空间范围大且空间层次丰富，是中心区整体形态优化的关

键存量，应尽可能开放其用地边界来融入整体形态结构之中。

本研究的创新主要包括两点：一是通过引入多分形方法，

对城市形态的跨尺度整体性特征进行量化测度，赋予多分形

方法关键指标的形态学含义，从而丰富城市形态学的研究工

具，能够将城市形态的特征与问题定位到具体的尺度区间或

密度区间 ；二是通过多分形的矩阵映射，提升多分形方法在

空间方面的可解读性，改善了既有多分形方法主要通过数值

和谱形分析的不足，实现了对具体空间区域的分析与诊断。

相比城市地理学领域的多分形应用研究，本研究通过提

高数据精度、缩小研究范围，发现了极高的分形相关性、低

密度区域形态破碎和高密度区域向上收敛等反常现象；与此

同时，针对城市中心区是否存在多分形特征这一争议问题进

行了验证，为中微观尺度的多分形研究提供了补充。城市形

态学的内涵十分丰富，本研究仅从跨尺度的密度议题切入，

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结合高度、强度、类型等议题探讨城市形

态的跨尺度特征。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拍摄或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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